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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姚树荣 周诗雨

摘要：厘清乡村振兴的主体及实现路径问题，可以避免乡村振兴出现重大导向性偏差。本文在评

述政府主导、资本主导和农民自主三种路径面临困境基础上，提出应以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理论引领乡村振兴。在阐释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后，构建了一个乡村振兴与共

建共治共享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乡村振兴“为什么”需

要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然后以明月村为例，阐明了普通乡村

在特定的经济与制度条件下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现实可行性。本文认为，乡村振兴应以

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但从实现路径上不应只依靠农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至关重要。现阶段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抓住城市化带动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一套

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让城市化辐射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率先振兴起来，同时把节约的财力转

移给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进行保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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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回顾中国乡村发展的历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小城镇战略到城乡统筹牵引的新农村建设，再到城

乡融合为关键的乡村振兴战略，围绕政府、资本与农民之间关系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迄今为止，政府

主导模式仍是最为广泛的一种实践，且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其导致的问题也一直备受诟病。温锐、陈

胜祥（2007）认为，政府主导型的乡村建设由于政府失灵会产生公平和效率的损失，在长期内可能会

削减农民建设的主体性，根源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等，导致地方政府在政策实

践上的政治任务导向与治理困境。郁建兴、高翔（2012）解释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认为发展型的

地方政府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其社会政策创新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的

需要，而不总是对地方公众需求的回应。所以，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政策异化为政府完成政治任务（如

盲目引入资本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增加财政收入（如迫使“农民上楼”以最大限度获取增减挂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地权演化视角的美丽乡村共建共享共治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BJL087）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 2 -

项目收益）的工具。

学术界对资本主导模式的批评主要围绕两种类型的资本下乡展开：一种是依托增减挂钩政策参与

乡村建设的商业资本，一种是依托土地流转政策参与农业规模经营的产业资本。周飞舟、王绍琛（2015）

认为，农民上楼实质上是农民以价格低廉的居住用地为城市扩张续航，农民对国家的贡献由粮食和税

收转向了宅基地，商业资本与地方政府一起成了级差地租的剩余索取者。学者更忧心的是产业资本下

乡进行土地流转会摧毁留在农村的中坚力量，与“新中农”争地，剥夺他们依靠耕种获得体面生活的

权利（杜园园，2015）；逐利的资本并不注重农业的经济价值，而看重的主要是土地价值（赵祥云、赵

晓峰，2016），甚至只是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在乡村发展中，资本总是被视作外在力量与乡村隔绝甚至

对立起来，因而也无法推动乡村持续发展。

梳理文献发现，围绕政府主导或资本主导模式的批评，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农民在乡村发

展中被边缘化，政府、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贺雪峰（2017）发出乡村建设谁是主体的呼

声，认为政府打造示范点不可持续、依靠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建设过于危险，应为了农民进行保底的

乡村建设。陈锡文（2018）指出，巨大的人口规模导致中国大量农村人口无法进入城市生活，作为这

些人生活和生产空间的乡村不应走向衰败，这为乡村振兴应当为了农民提供了佐证。但是，为了农民

是否意味着应当由农民来主导乡村振兴，答案也存在争议。

高帆（2007）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当是专业化、知识化、市场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民，因为

分散的传统小农缺乏能力，很难推动乡村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重要前提是农民合作。实践中，以农

民合作组织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也面临诸多困境。周应恒、胡凌啸（2016）认为，中国农民很难通过

“弱者的联合”走出一条农民自主的乡村建设路径。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剖析，一种观点认为，农民

内生型的乡村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能人的带领，可能陷入个人主义与家长式管理模式中（丁国

胜等，2016），又或者异化为私人企业或合伙企业（孔祥智、郭艳芹，2006）；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

专业合作社反而成了政府部门、资本与大农联合起来“吃小农”的工具（仝志辉、温铁军，2009）。可

见，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并非看上去那么美好。

面对乡村振兴的困境，一些学者主张多元主体共建，认为政府、资本与农民多元合作是弥补单一

乡村建设模式缺陷的有效选择（陈锐等，2016），但共建必然要求共享，没有共享，共建就不能持续，

而共享需要共治作为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共建共治共享”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但学

术界偏重从社会治理角度进行宏大阐释（夏锦文，2018；周进萍，2018），将其应用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成果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应以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引领乡村振兴，乡村

振兴应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通过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走出乡村普遍存在的要素

流失、农民主体缺位、内生能力不足以及政府或资本单边主导引致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困境。

二、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阐释

（一）“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把共享发展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坚持共享发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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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

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①
之后，

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从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个方面对共

享发展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

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
②
这时虽然没

有明确提出共治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共建的要义在于

发展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共治的要义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共享的要义在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奔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内含了共建、共治之义，共建是共治共享的前提，共治

是共建共享的保障，共享是共建共治的目的。习近平还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形象地阐述“共

建共治共享”的辩证关系。通过共建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共享发展，但分好“蛋

糕”是一门大学问，弄不好会造成新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使原有的“蛋糕”不能做得更大，可分的

“蛋糕”越来越小。
③
他这里讲的就是通过共治保障共建共享可持续的重要性，发扬民主、汇聚民智，

让参与共建的人共同科学制定“蛋糕”的分配规则，无疑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保障。因此，共享发

展是内含了共治之义的，没有共治就不可能分好“蛋糕”。到了党的十九大，习近平进一步把包括共享

在内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升华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在论及社会治理时

正式明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概念，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他虽然在论及社会治理时正式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概念，但不应因此将其囿于社会治理问题的分

析，“共建共治共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指引。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理论意蕴

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一是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马

克思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

目的。”
④
恩格斯也指出：共产主义能够“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

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⑤
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秉持

了共享发展的根本立场。面对新时代社会结构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复杂

现实，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不仅重申毫不动摇坚持共享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立场，

①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求是》2015年第21期。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

5月 10日。

③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④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⑤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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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明确指出“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强调最终奔向共同富裕，又强调立足国情渐进共

享。因此，现阶段的共享发展要基于贡献与能力原则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构建起多元主体的利

益共同体，通过合理的收益分配，让参与共建的各方公平分享发展成果。二是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生

产力理论。共享发展的程度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高质量的共享发展必定以先进的生产力发

展为前提。但怎样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呢？习近平的答案是“共建”，发展要依靠人民、团结人民、

汇聚民智，广泛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以此推动生产方式改进、生产技术革新以及资源合理配置，从而

科学回答了如何不断厚植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共享发展的程度

还取决于生产关系调整及具体的分配与治理制度。新中国 70年的实践表明，在确定“蛋糕”的分配

规则以及利益协调过程中，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任何一方单边主导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治理失灵。习

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治理理论的精华，强调改变过去政府决策“一

言堂”、管理自上而下、做事大包大揽的状况，注重“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把市场与社

会力量从治理边缘纳入治理格局中，找出市场成功与社会进步的交汇点创造共享价值（Schmitt，2014），

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的治理作用；另一方面又没有照搬西方治理理论，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治理文化和

当代治理实践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的解释，“治

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统治、管理”之义，如治理国家；二是指“处理、整修”之义，如治理淮

河。但在古汉语中，“治理”一词的含义丰富得多，既有“治”字内含的国家安定或太平之义，如“四

海归仁，众志成城，天下治理”，也有“理”字内含的按照事务纹理或规律办理的“善治”之义，如“圣

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伐，可谓善理者不师也”。也就是说，只要把握住人民安居

乐业的治理规律，就不会发生矛盾纠纷，就能实现国家安定，自然也就不需要依赖军队这种国家机器

了。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没有拘泥于治理谈治理，而是在把握社会治理客观规律

的基础上将“共建共享”纳入治理框架，与“共治”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治理文化

的扬弃。此外，与西方治理理论“去权威主义”的政治倾向根本不同，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理论特别强调“党委领导”。纵观全球，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始终做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坚持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因其没有任何私利能够克服西方单边

治理模式下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问题，又因其领导作用能够治愈西方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效率低、好

事办不成的顽疾。

三、乡村振兴与共建共治共享：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为破解乡村普遍存在的要素流失、农民主体缺位、内生

能力不足以及政府或资本单边主导引致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本部分按照“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进路，尝试构建一个乡村振兴与共建共治共享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从乡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切入，揭示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进而通过比较研

究，分析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相比于政府主导、资本主导与农民自主三种路径的优势，揭示共建共治共

享在乡村振兴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回答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接着以解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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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问题为导向，构想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回答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问

题；最后讨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的实现条件，即制度环境支撑的问题。

（一）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

乡村振兴，从本质上看，可以理解为乡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方面，乡村发展

很不充分，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乡村生产力。长期以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乡村的产

业功能窄化为单一的农业生产，而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决定其相比于工商业而言的低回报率，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要素总是向高回报率的区域流动。因此，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城乡结构的一个显著变化，

就是生产要素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了农业粗放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贫困化、生态脆弱化等

问题，乡村发展面临着资本与人才双重不足的困扰。谁来振兴乡村成了一个问题！要解决乡村发展农

民主体缺位、内生能力不足的难题，就必须突破传统观念束缚，赋予乡村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权，促进

乡村的多功能转型，通过生产方式变革，推动农业革命和产业重组，大幅度提高产业回报率，吸引城

市资本与人才下乡，同时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资，重塑乡村发展主体格局。另一方面，乡村生产力的

发展，必然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与之适应，进而又会引起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连锁变动。

乡村振兴的过程，是一系列制度变迁及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乡融合程度进一步

加深，乡村不再是麦田守望者的乡村，它可能成为政府、资本与农民利益的角力场，也可能成为城乡

人民共同营造的美好家园。由于不同主体嵌入社会结构的位置、角色与作用不同，相应地也就表现出

不同的行为模式与利益诉求（Freeman，2008），如何通过有效治理与合理的利益分享，寻找到相关利

益主体在乡村共生的交互点，并最终导向农民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总之，乡村振

兴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调整，走出乡村普遍存在的要素流失、农民主体缺位、内

生能力不足以及政府或资本单边主导引致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困境，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目标。

（二）共建共治共享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

1.共建是推进乡村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但反观一下城市与乡

村的生产方式不难发现，城市的市场主体是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的企业，而乡村的市场主体

是高度分散的农民，且缺乏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为其提供资金、技术与人才等支撑，在市场经济的给

定条件下，高度分散的农民与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的企业竞争，结果不言而喻（王朝科、王

宝珠，2018）。因此，农民自主路径通常难以克服产业发展的局限性。政府主导路径因政府官员对风险

的厌恶、刻板、官僚、频繁换届等特性，使得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灵活性不足、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不

强，多数政绩工程只能红火一时；资本主导路径虽然在产业发展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因其逐利本性可

能导致产业过度商业化甚至炒地炒房的问题。共建共治共享路径强调发挥多元主体作用，通过优势互

补共建乡村。既能立足小农作为中国农业经营基础的现实（陈锡文，2019），发挥农民在农业生产环节

的成本与经营优势，又能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规制作用，通过政策引导提升农民的组织化、专业化

与社会化程度，健全资本下乡的规制，激励、约束与监督并重，一方面抑制资本张力风险，另一方面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技术、资金、品牌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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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规模报酬（刘守英，2019），通过农业供给结构调整、产业链延伸和融合发展提升产业附加值，从

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产方式变革必然推动生活方式相应调整。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一项系

统工程，牵涉面广，所需资金数额大，由政府、资本或农民任何一方投资都力所不逮，客观上要求建

立起多元主体共同投入和建设的机制。生态环境是吸引城市资本与人才下乡的最大优势，也是满足农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求的重要本底，但因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以及资本的逐利性，在乡村振兴

过程中很容易遭到破坏，需要社会各方合力保护。

2.共治是共建通往共享、共享促进共建的重要保障。在治理层面，农民自主路径通常会陷入两难

困境，要么因有能人治理而陷入个人主义或家长式管理的泥潭，要么因缺乏治理主体而各自为战，导

致“公地悲剧”。广州小洲村曾因区位和生态优势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入驻，一时兴旺发达，但因缺乏有

效治理主体，农民私搭乱建、肆意涨租，最终导致租户外迁、乡村衰落。政府或资本主导路径，通常

遵循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在权力或资本强势方的主导下形成单边治理权威，由其实施自上而下的

单向控制，包括规则制定、决策与收益分配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只是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

已。这种单边治理模式，必然因利益失衡引致不同主体间的矛盾冲突而陷入非合作困境。近年来，学

术界在反思单边治理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等理论，试图打破一元主导的治理

缺陷，融入多元力量，通过结构性力量整合，将政府、市场和社会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在民主协商

和权力制衡的原则下，采取对话、妥协与合作等方式，界定各主体的权责利边界，调和各主体的利益

矛盾，发挥各主体的资源优势，在各主体间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采取一致行动共治公共事务，实现

共生发展（王名等，2014；陈晓春、肖雪，2018）；在微观领域，长期奉行的“股东利益至上主义”遭

到摒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受到追捧，强调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

益。共建共治共享路径在坚持党委领导前提下，深刻把握治理规律，吸收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不仅

重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参与乡村振兴，而且强调从单边治理走向共同治理，支持利益相关

者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制度保障多元主体能够基于能力与贡献原则以及人文关怀平衡利益关系，从而

实现共享发展，并通过共享促进共建持续开展。

3.共享是乡村生产关系调整的根本目标。在传统二元制度管制下，乡村是个封闭、稳态的社会，

虽然受到贫穷的困扰，但乡村内部的利益关系相对纯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必然由封闭

走向开放，政府出于政绩、资本出于利润目的以各种方式介入乡村，在产权与市场残缺的背景下，乡

村极可能沦为各地政府表演政绩或各路资本追逐利润的场所，政府、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趋于

复杂化，农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事实上，这种状况近年来已经出现，资本排斥农民、官员寻租或与

资本合谋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件常有报道，农民坐地涨租、“敲竹杠”侵犯资本利益的现象也有发生。因

此，乡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应以共享发展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处理好政府、资本与农

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处理得好，可以反过来调动资本投入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乡

村共建，二者相辅相成；利益关系处理得好，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共治，让相关利益主体和谐共生。

现阶段，首先要毫不动摇坚持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乡村共享发展的基本保障；其次要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富足与效率，而且意味着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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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进（Lowi，1979），“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在于它能说明在市场环境下，

受个人利益支配而行动的人们结果怎样促进了公共利益”（凯尔曼，1990）。可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

用，既是厚植共享发展物质基础的必要条件，更是提升共享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在给定生产力水平

低下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乡村振兴初始条件下，共建共治共享路径既坚持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避免

农民自主路径下的两极分化以及政府或资本主导路径下的利益失衡问题，又强调渐进共享的原则，承

认共享发展会经历一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乡村振兴成果的分享应兼顾参与

者的贡献与能力差异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从而避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总之，农民富裕和

多元主体共享发展的程度，应成为衡量乡村振兴成败的最终标志。

（三）从理念到操作：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设计

基于前述认知，本文提出将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转化成可操作的乡村振兴实现

路径。首先，应对乡村的生态、文化和美学价值进行挖掘，基于乡村的独特价值，对乡村振兴进行科

学规划，吸引城市资本与人才下乡；其次，随着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应顺势

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治理有效。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它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农民生活富裕提供了重要保障，“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

振兴”（韩俊，2019）。最后，在有效的治理作用下，政府、资本与农民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共同推

动乡村走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之路，并通过紧密的利益联结带动农民走上富裕之路，从

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在该路径中，“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机制至关重要，它是治理有效进而

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其设计思路如图 1所示，具体内容阐释如下。

图 1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机制

1.共建机制。主要由产业兴旺共营机制、生态宜居共建机制和乡风文明共育机制构成。从推进乡

村生产方式变革的需要出发，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以及还权赋能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唤醒农民

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另

一方面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城市资本与人才下乡，探索与农民行之有效的合作共建机制，让他

们参与乡村产业经营、土地整治、农房建设、生态修复保护以及乡风文明培育。对于乡村振兴市场失

灵的领域，如社区之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益性生态治理，政府就应介入给予必要的支持。在共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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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治理有效的标准是，充分调动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形成了多元主体优势互补、

分工协作的关系，促进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

2.共治机制。主要由农民权利保障机制、政府权力约束机制和资本张力规制机制构成。以解决现

实问题为导向，乡村应在党委的领导下从单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一是围绕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

事项，从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和收益权入手，健全农民权利保障机制，提升农民组织化程

度，增强农民对外部负面冲击的韧性，让农民有能力“自治”和自行维护权益；二是明确政府在乡村

发展不同阶段的角色与职责，避免政府不当干预、过度包揽以及相关的官员寻租行为，以法治方式约

束政府公权力行使；三是针对资本下乡的悖论，即不引入资本乡村面临要素流失、农民主体缺位、内

生能力不足的难题，而引入资本则可能因其逐利性带来的无限张力造成利益失衡、生态环境破坏等风

险，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激励与惩戒手段并用，对资本张力进行有效规制。在共治层面，治理有效的

标准是，实现了“政府主导”向“政府负责”的转变，厘清了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边界，农民

的治理话语权明显增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能够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实现了社会安定和谐。

3.共享机制。主要由土地收益共享机制、产业收益共享机制和生态收益共享机制构成。首先，应

建立资本下乡的准入机制，把妥善安置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民融入现代农业体系、扶持

农民提升人力资本价值等作为准入条件。其次，在收益分享上既要遵循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按贡献和

能力分配的原则，又要对农民给予适度的人文关怀，平等保护农民和资本的合法权益。在此前提下，

鼓励资本与农民探索多样化收益分享方式，通过“租金动态上涨”“收益保底+利润分红”“碳汇交易”

“联合经营、按比分配”“资源入股、锁定风险、优先分配”等多种方式，保障农民切实享受到土地增

值收益、生态补偿收益和产业经营收益的实惠。在共享层面，治理有效的标准是，在党委领导下，资

本与农民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了收益分配合约，农民利益有增进，实现了生活富裕。

（四）乡村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的实现条件

1.城市化的高度发展。只有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市民实现了消费升级，乡村的生态、文化和

美学价值才能凸显起来，才能通过产业融合提升农业附加值，城市资本才有动力下乡投资，乡村的空

心化问题才能得以缓解，农民也才有条件通过市民下乡消费获取更多收益。那种认为乡村应该是麦田

守望者的乡村，并对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振兴乡村的做法持排斥态度的认识（申端锋、王

孝琦，2018）是狭隘的。只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处理好政府、资本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乡村可以成

为城乡人民共同的美好家园，二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

对于城市化可以辐射到的乡村，只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就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减少政府财政支农的投入，以市场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政府只有

通过转移支付进行保底建设。显然，城市化水平越高，以市场方式振兴的乡村越多，政府节约的财力

越多，就越有能力支持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建设。贺雪峰（2017）主张，乡村建设的重点是通过国

家转移支付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但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城市化的高度

发展，国家怎么有雄厚的财力支农？把财政资金像胡椒面一样撒在全国 60多万个行政村里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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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因此，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抓住城市化带动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让城市化辐

射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率先振兴起来，减轻国家财政支农负担，同时把节约的财力转移支付给城市化

辐射不到的乡村进行保底建设。

2.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让城市化辐射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振兴起来，基本的制度需求是，通过

要素市场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城乡顺畅配置与流动，实现城乡平等发展（刘守英、熊雪锋，2018）。目

前，由于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农民缺乏对土地的完整产权，市场作用发挥不了，剥夺了农民的可行能

力（阿马蒂亚�森，2002），农民无法利用闲置建设用地发展二三产业增加非农收入，城市资本也无法

下乡投资，造成生产要素只能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这是乡村凋敝的重要原因。在土地、财政和金

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模式（周飞舟、王绍琛，2015）以及地权残缺的背景下，城市资本受逐利性

驱动以各种扭曲方式进入乡村，并和基层政府合谋捕获土地价值，农民缺乏以受法律保护的产权进行

对抗的能力。可见，出于保护农民限制农地入市的好意，反倒在现实中演化为农民利益受损的结果。

地权残缺是利益失衡的制度根源，不变革地权制度，农民主体地位难以落实，共建共治共享机制难以

形成。因此，应当顺应城乡结构变迁、农民分化及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发展趋势，加快建构一种兼具财

产性、经营性与保障性功能的新型地权制度。一方面允许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土地有序入市，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促进乡村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通过对入市

土地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同步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形成涵盖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和住房保障等门类齐全的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不让农民进城失败后流离失所，守住社会稳定与

公平的底线。

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振兴实践：明月村案例①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并非理论空想，已有一定的实践基础。近年来，一些地方（如浙江

鲁家村、四川明月村与天府新区新兴街道等）在实践中摸索出“三统三共”（统一规划、统一品牌、统

一平台，三方共同建设、共同经营、共享资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机制，虽不够完善，但已显示

出较好的效果，这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支撑。本部分以明月村为例，意在阐明普通乡村在特定的经

济与制度条件下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现实可行性。

（一）明月村的振兴历程

明月村位于四川省蒲江县西北角，幅员 6.8平方公里，共有 15个村民小组、723户、2218人。2009

年以前是市级贫困村，主要以种植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不足 4000元，村集体经济也十分薄弱。但是，到 2017年底，明月村已经实现了农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 20327元，入驻了 100多位艺术家和乡村创客，形成了农业、文创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态势，走

①
本部分的情况与数据来自明月村的相关资料和笔者的实地调查、农户问卷调查与访谈记录。笔者自 2012年起一直跟踪

明月村的发展，多次深入乡村蹲点调研，访谈对象包括项目总策划人、乡镇党委书记、村支书、村主任、项目投资者、

项目工作组组长、乡村旅游合作社经理等，相关情况与数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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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乡村振兴之路。

明月村振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7至 2009年为脱贫阶段：在能人示范与政府助推下，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通过土地整理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改善了农业耕种条件，建设了 2000亩茶园和 6000

亩雷竹园，提升了农业的经营收益，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772元，摘掉了市级贫困村的帽子。

2010至 2014年为变美阶段：在政府引导和农民参与下，借助增减挂钩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政策，引

入 6000多万元社会资本投入乡村建设。通过乡村建设，明月村的空间形态得到美化，生态优势更加

明显，用地结构趋于合理，显著改善了农民的住房条件。2015～2018年为致富阶段：以修复明月窑为

契机，通过深入挖掘乡村价值，吸引城市资本与人才下乡，发展生态农业、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

业，实现了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资本带动、政府推动、农民行动的生动局面。目前，明月村已引进

项目 46个，投资额达 2亿多元，形成了包括陶艺、民宿、印染、酒店、餐饮、旅游等在内的较为完

整的产业链；成立了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自营项目 6个，开发旅游产品 10余种，营业收入达到 600

多万元，实现净利润 20多万元，壮大了集体经济；农民创业项目 27户，主要是利用闲置宅基地进行

包括餐饮、民宿、陶艺和印染等开发经营。随着明月村的发展，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少，临时工的

工资已达到 150～200元/天。农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除农业收入外，工资性、财产性和经营性

收入开始增长。

（二）明月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分析

1.共建机制分析。明月村振兴的初始条件与大多数乡村一样，农业凋敝，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

乡村的多为老弱病残者，谁来承担乡村振兴的任务呢？明月村没有盲目排斥或崇拜外来力量，而是针

对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因时制宜发挥了各类主体的作用。第一阶段面临的矛盾是农业生产落后

无法让农民摆脱贫困，这时能人带动与政府助推起了关键作用。早在 2001年，现任村民委员会主任

就在朋友的帮助下从浙江引进雷竹种植，也有被周边茶园雇佣务工的少数农民意识到种茶收益较好，

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茶叶。在能人带动下，一部分头脑灵活的农民开始跟着种植茶叶和雷竹。政

府洞察到种植茶叶和雷竹的市场前景，利用扶贫资金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同时通过土地整理改善

农业耕种条件，从而帮助明月村迅速摆脱了贫困。第二阶段面临的矛盾是依靠农民自身积累很难在短

时间内改善住房条件，政府因财政薄弱也无力直接投资，于是通过土地政策创新调动资本投资积极性，

引来 6000多万元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引导、资本运营和农民参与，快速完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第三

阶段面临的矛盾是农民寻求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明月村通过挖掘乡村价值，吸引资本与人才下乡，

发展生态农业、文化创意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实现了产业融合发展，大幅度提升了产业回报率。资本

与人才的专业性弥补了农民非农产业经营能力的不足，使农民通过“干中学”掌握了从产业融合发展

中获取更高收入的能力。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生态保护的意识开始增强。在政府引导下，明月

村持续开展了最美庭院评选活动、“七改七化”活动、晨跑捡垃圾活动，建立了环境治理考评机制，以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按 1名/3公里的标准配置了保洁员，以市场化运营方式实现了畜禽粪污与废旧秸秆

综合利用率 98%、农膜果袋回收利用率 96%，还引入奥北环保公司用经济激励的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垃

圾分类回收。总体来看，明月村的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乡村建设还是生态保护，都充分体现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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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体共建的作用。

2.共治机制分析。由于蒲江县财政薄弱，政府无力对明月村大包大揽，除在原本的支农惠农政策

体系内给予必要的公共品供给以及积极争取项目外，更多的是在管理、服务与监管上下功夫。在第一

阶段，政府助推明月村实现了茶和雷竹的连片耕种，但没有按当时的潮流强迫农民大规模流转土地给

农业龙头企业，这为之后农民依靠农业增收奠定了基础，对农民意愿的尊重也意味着政府开始有意识

地改变单边治理的方式。在第二阶段，伴随着资本下乡，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方式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

规制，治理重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成立土地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主动改变官僚作风，通过强化组

织保障、简化审批流程、专人跟踪服务等措施，为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二是健

全农民权利保障与资本张力规制机制，对土地整治涉及的宅基地复垦还耕、旧房拆除补偿、新居规划

建设、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置等标准，以及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与收益权等进行了详细

规定，并对项目实施与验收严格监管。土地整治的具体事务，则由资本与农户平等协商，充分发挥了

村民自治的作用。在该阶段，村民议事会、监事会、乡贤理事会等新型自治性组织逐步建立起来，农

民民主议事的能力得到提升，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资本张力受到必要抑制，从而保障土地整治取

得了良好效果。在第三阶段，政府顺应乡村开放发展的趋势，进一步转变治理方式。一是成立项目小

组，派驻专业人士代表政府协助明月村引进产业项目、协调项目推进、指导编制乡村发展规划、提供

乡村经营专业建议。二是引导明月村建立新型乡村治理机制，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通过村干部

“六不准”约束权力行使，通过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提供文化治

理。在政府引导下，明月村形成了以园区党委领导为核心、以村党总支、村文创党支部与村旅游合作

社党支部为主干、包含 16家基层自治组织、村民自组织、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

（如图 2）。在该阶段，农民的契约与法治意识得到增强，“新村民”与农民的关系更加融洽。明月村

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是财政薄弱约束条件下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积极尝试，政府不但要勇于自我革

命、下放权力和约束权力，给农民、市场和社会让渡出参与治理的空间，而且要善于把握乡村发展的

阶段性矛盾加以智慧引导。明月村通过多元共治，建立了政府权力约束、农民权益保障和资本张力规

制机制，避免了单边治理中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问题，为多元主体持续共建和共享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

3.共享机制分析。资本下乡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给予农民补偿和安置后，把农民与产

业发展、土地增值、生态保育隔绝开来，农民享受不到产业发展、土地增值、生态保育的收益。明月

村在发展中不仅坚持维护农民权益的原则，而且想法让农民从产业发展、土地增值、生态保育中合理

分享收益。在土地收益共享上，明月村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显化了宅基地价值，农民基本没出钱

就住上了新房，社区配置了 27项公共设施，享受到了与城镇居民基本同质的生活条件。农房的规划

设计独具匠心，主客房在空间上适度隔离，便于农民在乡村民宿与旅游业发展起来后接待游客。明月

村没有把建设用地指标全部卖掉，预留了 5%用于保障集体经济发展。随着产业发展，土地价值必然

进一步显化，农民可望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红利。在产业收益共享上，明月村刻意按照“插花式”

布局产业项目与农民居住点，促进“新村民”与农民的产业融合，让农民在农业、文创和旅游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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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享受实惠。明月村还鼓励“新村民”通过农民夜校、三大产业综合服务室、关心下一代工作站、

老年学习辅导站等方式，向农民传授知识技术，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引导农民改变生活习惯与

生产方式。在资本带动和政府推动下，农民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成立了乡村旅游合作社和雷竹产业

合作社，搭建了农民创业微村落平台，有 27户农民开始模仿“新村民”自主创业。随着文创和旅游

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附加值得到提升，如雷竹笋每斤价格从 3元涨到了 5元，仅 2018年全村雷竹

笋收入就达 2000多万元，农民伴随着资本与人才下乡不断增收致富。明月村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分配

机制设计也独具匠心，由村集体、农民和政府分别出资三分之一，入股合作社。合作社产生的可分配

利润，村集体、入股农民各占三分之一，政府分红部分留给合作社用于经营发展。在生态收益共享上，

“新村民”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共同投资发展生态农业，利用艺术家的“粉丝”流量营销生态产品，

有效提升了“蒲江丑柑”的品牌价值。总体来看，明月村围绕共享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较好平衡了

村集体、农民、资本和政府的利益关系，为多元主体持续共建共治提供了原始动力。

图 2 明月村的多元共治格局

（三）明月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条件分析

明月村能够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离不开特定的经济与制度条件。一是成都市的城市

化已达到一定高度，明月村有条件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从市民消费中获取更多收益。该案例表明，“城市

消费主义主导的乡村振兴”（申端锋、王孝琦，2018）并不必然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农民对从市民消费

中获取收益乐此不疲。在有效治理和政府引导下，“新村民”能充当起改造农民的任务，农民也是愿意

接受城市先进知识、先进生产生活方式改造的（如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新村民”倡导的晨跑捡垃圾

活动），农民能和下乡的“新村民”和睦相处，农民能通过“干中学”逐步强大起来并成为乡村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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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主体。因此，应坚持乡村振兴与城市化战略协同推进（黄祖辉，2018），不应把二者割裂或孤立开

来实施。二是成都长达 10多年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为明月村盘活土地资源吸引资本下乡发展

文创和旅游业提供了制度条件。无论是对种植结构调整起支撑作用的土地整理、乡村建设依托的建设

用地指标交易，还是盘活闲置宅院为产业项目提供保障，都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制度成果。近年来，成

都采取类似明月村的做法走上振兴之路的乡村日益增多，这极大改善了成都的城乡关系。据《中国统

计年鉴》数据测算，2018年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1.9:1，在全国超（特）大城市中，是自 2008

年以来城乡差距缩小幅度最大的城市。因此，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增强农民的可行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

（四）明月村的明天：能否持续发展？

2019年，明月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代表政府的项目小组已撤出明月村，明月村今后将在市场

调节下，通过“新村民”与农民的融合互动自行生长。在政府退出的情况下，明月村的持续发展尚待

实践检验。一是依靠临时契约而非长久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使明月村的未来面临不确定性。明月村

引进的产业项目多数通过租赁农民宅院加以改造后使用，租赁期为 10～20年不等。以租赁方式临时

使用农民宅院，存在契约的不稳定性缺点，无法充分保障资本权益。当违约收益大于成本时，农民很

可能收回宅院或坐地涨租，导致“新村民”不敢长久投资。若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及时跟进，“新村民”

离开明月村的可能性较大。二是农民发展农业与第三产业具有一定的资本依附性。近年来，茶和雷竹

产业发展效果好，经营餐饮、民宿等也增加了非农收入，是因为“新村民”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追

随者，他们的进入为乡村带来人气，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和第三产业消费需求。但这种依附式的发展

对明月村来说是危险的，倘若土地产权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新村民”撤出，农民可能难以推动文创

和旅游业以及农业持续发展。三是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不够完善，如乡村生态农业供给与城市需求的匹

配度不高，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渠道不畅，农民在多元共治格局中的

主体性与话语权不强，“新村民”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办法不多。因此，明月村的持续发展，需要推

动农民持续觉醒，不断增强主体性和内生能力；需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更长久的土地产权安排；

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推动“新村民”真正融入和扎根乡村。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针对乡村振兴的主体及实现路径问题，安排五个部分进行了分析讨论。第一部分重在提出问

题，通过评述乡村振兴中政府主导、资本主导和农民自主三种路径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应以习近平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引领乡村振兴。第二部分对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进

行阐释，阐明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与相互关系以及理论意蕴，指出“共建共治共享”理论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指引。第三部分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

进路，尝试构建一个乡村振兴与共建共治共享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从乡村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矛盾运动切入，揭示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进而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共建共治共享路径

相比于政府主导、资本主导与农民自主三种路径的优势，揭示共建共治共享在乡村振兴中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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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回答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接着以解决关键问题为导向，构想了一套

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回答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最后讨论了乡村共建

共治共享路径的实现条件，即制度环境支撑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部分既是对习近平“共建共治

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分析，也是笔者受四川明月村、天府新区新兴街道以及浙江

鲁家村等乡村振兴实践启发所做的理论综合与抽象提炼，因而对第二和第四部分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第四部分回到现实情景，对明月村振兴案例进行剖析，意在阐明普通乡村在特定的经济与制度条

件下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现实可行性。作为对第三部分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

共享的回应，该部分详细分析了明月村是如何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当然，理论是对实

践的抽象提炼，现实样本很难做到与理论模型完全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尚待

进一步的实践检验。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有三点：一是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创

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指引。二是乡村振

兴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调整，走出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要素流失、农民主体缺位、

内生能力不足以及政府或资本单边主导引致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困境。乡村振兴应以习近平“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为引领，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通过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走出当前政府主导、资本主导与农民自主三种路径面临的现实困境。三是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

径并非理论空想，有着实践基础。随着城市化的高度发展以及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普通乡村通

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具有现实可行性。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抓住城市化带动消

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让城市化辐射

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率先振兴起来，同时把节约的财力转移给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进行保底建设。

本文蕴含的政策建议也有三点：一是坚持乡村振兴与城市化战略协同推进，促进城市的高质量发

展与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为乡村振兴奠定更牢固的需求基础，以城市居民的需求拉动乡村产业的

供给结构调整，实现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是加快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赋

予乡村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权，推进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联动改革。一方面，允许包括宅基地

在内的农村土地有序入市，使农民拥有更完整的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建构一种兼具财产性、经营性

与保障性功能的新型地权制度；另一方面，以完善入市土地收益分配机制联动社保改革，通过提取一

定比例的入市土地收益，同步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形成涵盖失业、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障等

门类齐全的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促进乡村生产力发展，又不让

农民进城失败后流离失所，守住社会稳定与公平的底线。三是发挥政府的关键引领作用，形成多元主

体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一方面，应优化乡村投资环境，吸引城市资本与人才下乡，提升农民人力资本

价值，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和组织化程度，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多元主体共建乡村、共享发展

成果；另一方面，应勇于自我革命、下放权力和约束权力，给农民、市场和社会让渡出参与治理的空

间，依据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引导形成多元共治格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破解乡村普遍存在的

要素流失、农民主体缺位、内生能力不足以及政府或资本单边主导引致利益失衡、矛盾冲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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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治保共享、共享促共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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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Based on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Common Interests

Yao Shurong Zhou Shiyu

Abstract:To clarify the subj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ath to its realization can avoid significant direction discrepancy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dilemmas faced by the three paths of rural construction, namely,

government-led, capital-led and villager autonom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Xi Jinping’s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After explaining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e mode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article also answer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y doe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 a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How to put forward this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article uses Mingyue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ordinary agricultural villages on the way to

revitalization under certain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t argues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promoting

farmers’well-being, but it should not only rely on them.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participants would be crucial.At present,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o seiz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urbanization to drive consumption upgrade.

There is a need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build a set of operable mechanism to allow

rural areas radiated by urbanization to become revitalized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 and to use the saved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other villageswhich cannot be drivenby urbaniz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guarante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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